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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高收入经济体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及进入高收入阶段初期二三产业

结构的变动趋势及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力求获得对我国新发展阶段统筹协调二三产业

发展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启示。 得到的主要启示是:(1)大多数高收入经济体在上中等收

入阶段期间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增速没有像我国一样大幅下降;(2)这个阶段第二产业尤

其是制造业的绿色发展对绿色 GDP 增长和绿色 TFP 增长具有支撑作用;(3)这个阶段会出现

房地产业的过度扩张,这种扩张会持续影响第三产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质量。 为此,主要政策

思路是:第一,衡量二三产业结构变动的合理性要以高质量发展为依据;第二,在第三产业快速

发展过程中要把优化结构提到更重要位置;第三,统筹协调二三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是促进制

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第四,加快解决制约二三产业统筹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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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 40 多年的高速增长,人均 GDP 在 2009 年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

家的行列。① 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也得益于非农产业即二三产业比重的持续

提高。 从“十四五”时期到 2035 年,中国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这个阶段

面临两个重大任务:一是加快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迈进,二是大力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二三产业比重尤其是制造业比重的上升有利于经济加快增长,而二三产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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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结构变动尤其是制造业比重下降对经济发展产生什么影响? 如何协调二三产业发展才有利于经济

高质量发展?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理论逻辑上进行分析,更需要从国际经验中寻求启示。
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并做出一些可能的边际贡献或创新。
第一,梳理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发展质量关系的理论研究,指出这方面研究不足的一些

问题及原因。 国内外经济学界对各国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或影响,已有大量成熟的研究成果,但对于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质量的关系缺乏研究,特别是

把这种关系与经济发展阶段联系起来研究的文献更为少见。 为此,需要在梳理相关文献、找到研

究短板的基础上,分析缺少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原因,以及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加强

这方面研究特别是国际经验研究的重要性。
第二,考察目前的高收入经济体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以下简称“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

阶段演进中二三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与特点,并与中国现阶段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进行比较。 对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变动趋势进行分析的文献不少,但专门分析高收入经济体在上

中等收入阶段期间的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和特点的文献不多。 最近一段时期对于我国制造业与服

务业变动趋势的争论,也涉及如何看待二三产业结构变动的问题。 通过这方面的国际经验分析来

判断我国所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变动的合理性或趋势性问题,具有明显的实践意义。 主要分析路

径是:首先,界定现有主要高收入经济体在上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区间,区分了大国经济体与小国

经济体、早期进入高收入阶段经济体与后期进入高收入阶段经济体四种类型,认为大国经济体尤

其是后期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大国经济体与我国有较大的可比性,以此确定国际比较分析的逻辑基

础;其次,对二三产业的当年价增加值比重、不变价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的变化进行比较,发现

当年价增加值比重与就业比重的变动比较一致,确定了以当年价增加值比重作为分析产业结构变

动的主要指标;再次,根据我国产业结构变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选取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第三

产业中的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作为分析产业内部结构变动及其影响二三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主要

依据,以此增强国际比较分析的针对性;最后,分析不同类型经济体在上中等收入阶段产业结构变

动的经验事实,并通过国际比较揭示我国现阶段产业结构变动的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第三,分析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演进中二三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质量关系的国

际经验。 关于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的国际比较研究文献比较少见,把这种国际比较

分析与特定发展阶段联系起来的文献更少,但我国当前统筹协调二三产业发展和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需要从国际经验分析中获得必要的借鉴和启示。 我们以绿色 GDP 增长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TFP)增长率作为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主要指标,以高收入经济体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和进入高

收入阶段后第一个 15 年作为时间区间,对四种类型经济体二三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质量的

关系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发现不同类型经济体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二三产业结构变动对

经济发展质量具有不同的影响。 主要影响特点和机制是:在上中等收入阶段期间,第二产业及制

造业的比重略有下降,依然是带动 GDP 和绿色 GDP 较快增长的主要力量,也是推动整个经济 TFP
和绿色 TFP 增长的最大动力;在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初期(前 15 年),第二产业及制造业的比重出现

较快下降,对 GDP 和绿色 GDP 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但依然是推动整个经济 TFP 和绿色 TFP
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产业的比重较快上升,对 GDP 和绿色 GDP 增长的作用不

断增强,但对整个经济 TFP 和绿色 TFP 增长的贡献始终较低。
第四,讨论相关国际经验对我国推动二三产业统筹协调发展的启示意义。 国际经验分析的主

要启示是:(1)大多数高收入经济体在上中等收入阶段期间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增速没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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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下降,从绿色发展的角度看,第二产业绿色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也高于第三产业,并对绿色 GDP
增长做出了较大贡献;而我国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增速过快下降,对 GDP 增速下行产生了较大

影响,需要加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研究。 (2)高收入经济体在上中等收入阶段期间第二产业尤

其是制造业的绿色增加值增长对绿色 GDP 增长和绿色 TFP 增长具有支撑作用,成为推动整个经济

绿色发展的最大动力;而我国经济增长中 TFP 增长率波动及其贡献率下降,与第二产业尤其是制

造业的比重过快下降有关,并成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3)高收入经济体的历

史经验表明,上中等收入阶段期间房地产业过度扩张会持续影响第三产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质

量,我国需要努力避免房地产业过度扩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持续不利影响。

二、 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产业结构都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如配第、克拉克、库兹涅茨、罗斯托、霍
夫曼和钱纳里等早期学者的产业结构变动理论迄今依然是西方主流学说。 Kuznets(1949)将产业

结构定义为资源和最终产品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分配,并基于国际历史数据比较得出“库兹涅茨事

实”,从而为研究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与本文研究主

题密切相关的研究文献主要有以下三个部分。
(一)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

产业结构变动始终是和经济发展相联系的,国内外学者对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从产业结构变动的不同影响因素进行讨论,总结出了许多产业结构变动的经典理论。
如配第 - 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人均收入影响理论、罗斯托主导产业扩散理论、钱纳里工业化阶段

理论、霍夫曼工业化经验法则和赤松要雁行形态理论,均描述了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 仅从

三次产业的角度来看,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可以概括为: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流动,
再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流动(Herrendorf 等,2014)。 主要原因是生产率差异的供给驱动和非齐

次偏好的需求驱动。 在工业化初期,虽然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共同影响着产业结构变动,但生产

率差距的供给驱动发挥着较大作用,而非齐次偏好的需求驱动影响相对较小。 三次产业间的生产

率差距导致生产要素的流动,市场机制引导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在不同生产率的产业部门流

动,促进了资源再配置和经济发展的过程。 Peneder(2003)也指出,要素从低生产率行业向高生产

率行业转移是产业结构变动的主要原因,也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在工业化后期阶段,由于二三产

业生产率的差距逐渐缩小,需求驱动产业结构变动的作用逐渐加大(Comin 等,2021)。
(二)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在不同收入阶段的特点

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从理论上讲,产业结

构变动的资源再配置效应会产生“结构红利”,从而影响经济增长(温杰、张建华,2010)。 围绕产业

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广泛而丰富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
是研究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干春晖等,2011;吕健,2012;Herrendorf 等,2014;刘
伟、蔡志洲,2018;张辉等,2019);二是研究产业内部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制造业结构

(傅元海等,2016)、工业结构(郭克莎,2003;刘楷,2015)、服务业结构(张建华、程文,2019)变动产

生的影响。 Duarte 和 Restuccia(2010)认为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U 型”,这是因为第二产业相对于第一和第三产业生产率更高,当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第一产业

向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产业转移时,产业结构变动会促进经济增长;而当劳动力再次从生产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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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产业流向生产率较低的第三产业时,产业结构变动会抑制经济增长。
以上作用或影响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 钱纳里等(2015)对多个国家发展数据的

实证分析指出,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随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不同,在经济发展水

平较低、处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中,第一和第二产业占比较高,而在高收入经济

体中,第三产业的占比较高,这主要是因为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部门的生产率水平和生产率增长速度

不同。 Herrendorf 等(2014)也得出了较为相似的结论,指出产业结构的变动规律在不同发展阶段或不

同收入水平下,呈现截然不同的变动规律,劳动力或产值比重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主要发生在

经济体收入水平(发展阶段)较低的情况下,随着发展阶段的上升,劳动力或产值比重将从第二产业

向第三产业转移。 干春晖等(2011)也指出中国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阶段性特征。 也

有学者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业结构变动会由“结构红利”转向“结构负利”,经济增长也

将经历从结构性加速到结构性减速的过程,这时的产业结构变动不利于经济增长(袁富华,2012)。 陈

佳贵和黄群慧(2005)指出,工业结构变动只有伴随技术集约化和高度化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三)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质量的关系

相对于经济增长的研究,经济发展质量是国外经济学界使用较少的一个名词。 随着我国经济

高速增长期的结束,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路以来,国内经济理

论界对高质量发展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热度迅速上升。 一些学者对经济发展的研究逐渐从数量型

向质量型转变,数量型强调的是经济总量的增长,而质量型则侧重经济增长结构的优化和质量的

提高,两者反映的是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在不同阶段中紧密联系但又各有侧重的两个方面(钞小

静、惠康,2009;魏敏、李书昊,2018)。 经济发展质量涵盖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诸多方面,许多学者逐

渐将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质量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 部分学者基于生产率的角度考察产业

结构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如刘志彪和凌永辉(2020)以全要素生产率表征经济高质量发展,利
用国际数据分析了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发现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影响呈现“倒 U 型”。 有些学者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分析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质量的

影响,如张为杰和张景(2012)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实证发现京津冀地区

产业结构变动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史丹等(2020)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利用

2000—2017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产业结构变动对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发现产业

结构变动整体上有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与上述学者不同,吴华英等(2021)则基于修正的份

额变化分析方法综合考察了中国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发现产业结构变动总体上

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但 2015 年之后的产业结构变动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总体上说,产业结构变动基本遵循着“库兹涅茨事实”的变动趋势,有大量文献总结了产业结

构变动的一般规律,诠释了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规律,也讨论了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

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如 Rodrik(2016)基于计量模型分析指出,第二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

体的收入水平呈“倒 U 型”关系,部分拉美国家在收入水平明显低于之前高收入经济体拐点时的收

入水平时,便过早出现去工业化现象,导致就业减少、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但是,关于不同发展阶

段下的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的文献相对缺乏,把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发展质量的关

系与发展阶段变化联系起来的研究不多,以此进行系统国际比较研究以探寻一般规律性的成果更

为少见。 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尚未进入高质量发展

阶段,国内学者注意较多的是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还没有引

起较多的关注;而国外学者对经济发展质量或高质量发展这个宏观上的综合性概念一直缺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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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学术研究,发展经济学理论关注的发展问题主要是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比较重视经济发展

阶段变化的影响,但基本上没有把发展质量问题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或视角,也就没有把经

济发展质量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以及发展阶段变化的影响放到一起进行研究。 一些国内外学

者研究了产业结构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绿色发展的作用或影响,但很少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

联系起来,没有聚焦到特定的发展阶段(如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演进的过程)进行研究。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之后,社会各方面加强了对高质量发展问题的重

视和研究,有些学者对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质量的关系进行了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但依然

未对经济发展阶段变化所带来的影响给予必要的关注,没有根据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对其他经济

体在相同阶段中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质量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 显然,缺少这个方面的研究

成果,不利于我们从经济发展阶段的视角和提升发展质量的要求去把握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不
利于我们探索和找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更多有效路径。

应当指出,立足我国新发展阶段,加强对相同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质量关系

的国际经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方面,“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从上中等收入阶段

跨入高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主要目标。
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尤其是二三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已发生了阶段性变化,需要从经济发展阶段的

视角考察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质量的关系。 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变动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下呈现新趋势、新特征,这些新的趋势和特征正在影响经济发展过程尤其是发展质量,需要

从新的角度研究产业结构变动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式和机制。 为此,本文基于上中等收入阶

段向高收入阶段演进的视角,从跨国数据的特征事实考察二三产业结构变动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

经验证据,包括实证分析不同类型国家的不同特点,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结构变动的不同影响,为
我国新发展阶段统筹协调二三产业发展、更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启示。

三、 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演进中二三产业结构变动的典型事实

经济发展阶段是产业结构变动的主要经济条件,产业结构的变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下有不同

的趋势和特点。 下面通过国际样本考察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演进中二三产业结构变动

的典型事实,并与中国现阶段的产业结构变动趋势进行比较分析。
(一)上中等收入阶段界定和相关经济体选取

在有关文献中,关于一个经济体所处的收入发展阶段的界定,主要有三类方法:一是直接参照

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将经济体划分为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四类,如张来明

(2021);二是使用绝对指标,以不变价人均 GDP 的具体数值划分不同收入阶段,如 Felipe 等(2012,
2014)和 Lavopa(2015);三是使用相对指标,以美国为参照依据进行划分,如 Woo(2011)、黄群慧等

(2017)等。 由于本文希望识别出高收入经济体的上中等收入阶段时期,第一类划分方法属于事后

划分,且较早年份数据并未给出;而本文样本中需要包含美国,第三类划分标准同样不适合。 为

此,本文参考 Felipe 等(2012)的分类方法,构建界定上中等收入阶段的绝对标准。 识别门槛如下:
以 1990 年购买力平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美元)①定义四个发展阶段:低收入发展阶段(低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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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美元)、下中等收入发展阶段(2000 ~ 7250 美元)、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7250 ~ 11750 美元)
以及高收入发展阶段(11750 美元及以上)。 基于本文研究主题和数据的可得性,这里选取了美国、
丹麦、瑞典、加拿大、荷兰、法国、比利时、英国、德国、挪威、奥地利、日本、意大利、芬兰、中国香港、
新加坡、爱尔兰、西班牙、中国台湾、韩国、葡萄牙、爱沙尼亚、希腊、毛里求斯、智利、捷克、斯洛伐克

等已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作为研究对象。①

数据来源如下。 本文的贡献之一是构建了历史数据集,包含按三次产业部门划分的就业和增

加值的国际可比数据。 简而言之,该数据集包含上中等收入阶段及高收入阶段第一个 15 年期间

上述 27 个经济体的信息。 此数据集是使用 KLEMS、GGDC、WDI 数据库和 Herrendorf 等(2014)等

多个来源构建的,基于国际可比性、信息质量和数据分类,在编制部门增加值和就业数据时,优先

考虑以 ISIC3 行业分类的 KLEMS 数据库。 KLEMS 数据库报告了上述大部分国家上中等收入阶段

及高收入阶段第一个 15 年期间的部门就业和增加值数据,其他来源作为补充。 部分缺失的数据,
则利用 2005 年建立一个基准估计数,然后在三次产业部门中利用以 2005 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长

指数和就业指数进行外推,从而将部分缺失年份数据补齐。 其中,所有国家数据均按相应汇率换

算成美元,虽然以汇率换算结果而形成的结构分析存在一定偏差,但其主要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动

速度,而不影响结论的实质(钱纳里等,2015)。
(二)上中等收入阶段期间二三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与特点

产业结构可以分为产出结构与投入结构,前者主要用产值结构表示,后者主要包括劳动力结

构(就业结构)、资本结构和技术结构,本文从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来考察二三产业结构变动。 在

产值结构变动中,以当年价计算的产值结构变动与以不变价计算的产值结构变动一般是不同的,
这种不同反映了价格结构的变化。 表 1 提供了所选经济体在上中等收入阶段期间二三产业以当

年价和不变价计算的增加值占比变动以及就业占比变动。
第二产业比重变动:从当年价计算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看,所有经济体在上中等收入阶

段结束时的均值为 35. 94% ,比期初下降了 1. 22 个百分点,只有挪威、新加坡、爱尔兰、韩国、葡
萄牙、智利和斯洛伐克分别提高了 1. 97 个、3. 67 个、0. 64 个、1. 42 个、4. 06 个、4. 69 个和 9. 19
个百分点。 按不变价计算的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变动明显不同,所有经济体在上中等收入阶

段期末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均值为 33. 55% ,平均上升了 0. 41 个百分点,虽然个别经济体第

二产业占比是下降的,但相较于当年价占比下降幅度较小,只是芬兰、葡萄牙、希腊、智利有所

例外。 在第二产业就业占比变动中,所有经济体在上中等收入阶段期末的第二产业就业占比

均值为 35. 25% ,比期初降低了 1. 72 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比重变动:从当年价计算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看,所有经济体在上中等收入阶段

期初为 52. 63% ,到期末上升至 56. 89% ,平均上升 4. 26 个百分点;只有挪威、新加坡、智利和斯洛

伐克分别降低了 0. 23 个、2. 67 个、1. 29 个和 1. 76 个百分点。 按不变价计算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比的变动有所差异,在整个上中等收入阶段期间稳定在 61% 左右,仅上升了 0. 04 个百分点。 而在

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变动中,所有经济体的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均有所提高,平均上升了 8. 29 个百分

点,到上中等收入阶段期末,第三产业就业占比为 55. 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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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大洋洲国家上中等收入阶段数据缺失严重,本文未纳入。



　 　 表 1 各经济体上中等收入阶段期间二三产业结构变动 单位:%

经济体

第二产业占比 第三产业占比

当年价增加值 不变价增加值 就业 当年价增加值 不变价增加值 就业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美国 34. 18 32. 12 31. 08 30. 61 33. 2 30. 1 59. 27 64. 26 67. 2 68. 19 57. 68 64. 27

丹麦 — — 35. 07 38. 8 33. 98 37. 53 — — 62. 08 59. 45 42. 72 49. 67

瑞典 — — 23. 78 30. 34 40. 66 39. 91 — — 72. 16 66. 18 45. 1 51. 52

加拿大 37. 59 36. 2 37. 92 39. 8 34. 06 32. 45 56. 51 58. 81 64. 25 60. 91 55. 05 60. 54

荷兰 — — 30. 24 35. 64 37. 22 35. 17 — — 67. 38 62. 49 52. 56 59

法国 30. 28 29. 5 30. 5 36. 24 34. 43 37. 04 46. 89 52. 82 63. 51 59. 43 43. 19 49. 92

比利时 41. 2 40. 64 25. 24 26. 78 41. 53 40. 3 54. 92 55. 3 77. 3 73. 77 54 56. 05

英国 52. 06 47. 49 44. 21 42. 49 45. 32 41. 07 43. 7 49. 04 54. 9 56. 54 49. 64 56. 05

德国 47. 33 45. 31 47. 03 46. 01 45. 85 44. 93 48. 4 51. 77 50. 72 52. 43 40. 46 47. 95

挪威 26. 87 28. 84 33. 71 34. 32 — — 55. 31 55. 08 51. 96 51. 16 — —

奥地利 41. 23 38. 4 34. 44 33. 48 34. 82 34. 24 51. 6 56. 11 63. 98 65. 07 44. 83 52. 74

日本 41. 55 38. 12 38. 44 39. 94 32. 64 32. 14 50. 88 57. 18 55. 44 56. 69 46. 73 53. 94

意大利 45. 56 45. 02 37. 56 38. 87 35. 94 37. 99 44. 3 47. 11 56. 66 58. 07 38. 13 47. 42

芬兰 38. 49 38. 4 29. 64 27. 63 33. 42 33. 46 50. 18 52. 13 66. 5 70. 96 45. 72 53. 16

中国香港 33. 36 32. 93 15. 84 18. 51 51. 44 48. 17 64. 97 66. 39 81. 75 79. 88 45. 96 50. 06

新加坡 32. 92 36. 59 31. 96 31. 5 36. 4 37. 73 65. 73 63. 06 67. 57 68. 35 60. 97 61. 64

爱尔兰 34. 16 34. 8 25. 83 28. 51 31 27. 45 49. 68 56. 17 74. 38 69. 18 49. 07 59. 42

西班牙 45. 67 39. 93 38. 41 37. 4 35. 81 31. 43 42. 05 52. 28 57. 16 56. 87 42. 04 58. 04

中国台湾 49. 64 40. 98 46. 39 40. 11 39. 69 37. 7 44. 37 55. 05 47. 25 55. 5 44. 13 51. 26

韩国 43. 47 44. 89 35. 99 40. 55 35. 35 33. 47 45. 58 48. 16 56. 24 54. 18 44. 9 54. 75

葡萄牙 24. 93 28. 99 31. 38 26. 54 34 32. 57 62. 96 65. 51 63. 46 69. 36 40. 42 52. 99

爱沙尼亚 27. 41 24. 85 24. 57 25. 22 34. 23 34. 99 57 60. 61 60. 47 60. 09 55. 59 58. 65

希腊 35. 52 21. 99 35. 37 17. 95 29. 25 23. 87 52. 4 70. 7 56. 12 66. 66 33. 24 58. 79

毛里求斯 36. 3 31. 08 34. 77 31. 54 43. 14 36. 7 51. 94 62. 67 54. 22 62. 33 40. 76 54. 13

智利 34. 45 39. 14 40. 65 39. 14 28. 01 22. 1 57. 27 55. 98 54. 73 55. 98 55. 82 67. 23

捷克 34. 87 34. 33 32. 22 35. 96 43. 54 39. 97 50. 53 54. 39 57. 48 53. 17 48. 66 56. 27

斯洛伐克 22. 74 31. 93 22. 51 31. 93 36. 32 33. 92 56. 6 54. 84 61. 76 54. 84 54. 11 61. 53

均值 37. 16 35. 94 33. 14 33. 55 36. 97 35. 25 52. 63 56. 89 61. 73 61. 77 47. 36 55. 65

　 　 注:不变价为 2005 年不变价。

资料来源:根据 KLEMS、GGDC、WDI 数据库和 Herrendorf 等(2014)相关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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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以当年价计算的增加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是基本一致的,第二产业增加

值和就业比重均略有下降,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均上升较多,其中就业结构变动幅度明显

大于增加值结构变动幅度,基本符合库兹涅茨事实和 Herrendorf 等(2014)的研究结论。 以不变价

计算的增加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有所不同,二三产业的就业占比和增加值占比均有所上

升,但二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变动幅度较小。 两种价格计算的二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变动存在一定差

距,以当年价计算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结构变化幅度较大,而以不变价计算的第二产业

和第三产业增加值结构变化明显较小,两者平均相差 1. 63 个和 4. 22 个百分点。 这个差别基本上

反映了二三产业相对价格的变化,而相对价格的变化主要是由两大产业生产率变化的差距决定

的,从中长期趋势看,需求因素只起了较小的调节作用。 这在一定程度上为“鲍莫尔病”的结论提

供了经验证据。
根据上面的比较分析,下面主要依据增加值结构来考察不同类型经济体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

和特点。 主要考虑是:其一,以上增加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动基本一致,前者大体上能够反映后

者的趋势;其二,增加值结构是投入结构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总体上反映了产业结构的基本特征,
是产业结构分析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指标;其三,就业结构作为投入结构的一个方面,它与产

出结构并非并列关系,就业结构变动只对产出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郭克莎,2019) 。 同时,在增

加值结构变动分析中,将当年价结构变动与不变价结构变动结合起来分析,有利于综合反映产业

部门之间的交换关系和增长关系,可以较为完整地揭示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和特点 (郭克莎,
1993) 。

(三)上中等收入阶段期间不同类型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变动特点

产出结构作为产业结构的整体反映,一般分为总体性产出结构和部门性产出结构(产业内部

结构),我们从这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表 2 反映了已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在上中等收入阶段

期间产业结构变动的基本情况(按当年价计算)。 下面以反映价格因素变化的当年价增加值结构

为依据,分析不同类型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变动特点。

　 　 表 2 不同类型经济体上中等收入阶段期间各产业增加值占比(当年价) 单位:%

所有经济体 大国经济体 小国经济体
早期进入高收

入阶段经济体

后期进入高收

入阶段经济体

中国

(2009—2019 年)

第二产业

增加值占比

期初 37. 16 41. 97 34. 27 39. 67 35. 03 45. 96

期末 35. 94 39. 84 33. 59 38. 19 34. 03 38. 97

变化 - 1. 22 - 2. 12 - 0. 68 - 1. 48 - 1. 00 - 6. 99

制造业

增加值占比

期初 26. 74 30. 76 24. 16 28. 60 25. 04 31. 60

期末 24. 97 28. 32 22. 82 27. 01 23. 09 26. 77

变化 - 1. 77 - 2. 45 - 1. 34 - 1. 58 - 1. 95 - 4. 83

第三产业

增加值占比

期初 52. 63 48. 62 55. 03 51. 09 53. 93 44. 41

期末 56. 89 53. 49 58. 93 54. 51 58. 91 53. 92

变化 4. 27 4. 87 3. 90 3. 42 4. 98 9. 51

金融业

增加值占比

期初 3. 84 3. 85 3. 83 4. 02 3. 64 6. 27

期末 4. 76 4. 98 4. 57 4. 56 5. 00 7. 79

变化 0. 92 1. 13 0. 74 0. 54 1. 36 1.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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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所有经济体 大国经济体 小国经济体
早期进入高收

入阶段经济体

后期进入高收

入阶段经济体

中国

(2009—2019 年)

房地产业

增加值占比

期初 6. 19 5. 64 6. 74 5. 55 6. 82 5. 38

期末 7. 36 6. 29 8. 42 5. 97 8. 75 7. 03

变化 1. 17 0. 65 1. 69 0. 41 1. 93 1. 65

　 　 注: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增加值占比数据部分经济体缺失。 根据经济总量排名,本文将样本中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

大、西班牙、意大利、日本和韩国划分为大国,其他为小国(地区) ;以 1980 年为界线,早期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主要包括:美

国、丹麦、瑞典、加拿大、荷兰、法国、比利时、英国、德国、挪威、奥地利、日本、意大利、芬兰;后期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主要包

括:中国香港、新加坡、爱尔兰、西班牙、中国台湾、韩国、葡萄牙、爱沙尼亚、希腊、毛里求斯、智利、捷克、斯洛伐克。 下同。

资料来源:中国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20》相关数据计算。 其他经济体数据根据 KLEMS、GGDC、WDI 数据库和 Herrendorf

等(2014)相关数据整理。

为了深化国际经验分析,提高与我国情况的可比性,这里把样本中的经济体划分为大国和小

国经济体、早期和后期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等四种类型。 主要考虑以下方面。 其一,大国经

济体的历史经验比小国经济体更适合中国的情况。 小国经济体的产业选择比较单一,产业构成主

要取决于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而大国经济体的产业构成需要以适应国内需求为主,不但要注重

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而且要有利于国民经济保持自主平稳运行,有利于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使产业结构具有可持续升级的能力。 其二,后期进入高收

入阶段的经济体比早期进入的经济体更接近中国情况和具有借鉴意义。 两类经济体处于上中等

收入阶段的时间差别较大,面临的国际环境、科技条件、发展模式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早期高收

入经济体基本上进入了发达经济阶段,而后期高收入经济体与我国当前经济的相似性还较多。 其

三,大国经济体和后期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演进中都面临更

大的国际竞争压力。 这既可能是任何一个经济大国在进入这个发展阶段之后都会面临的问题,也
可能是后发经济体在这个阶段的赶超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问题。

从二三产业结构变动看,大国经济体的第二产业比重明显高于小国经济体,早期进入高收入

阶段经济体的第二产业比重明显高于后期进入的经济体,虽然前一类经济体的第二产业比重在上

中等收入阶段期间下降幅度较大,但依然保持较高比重。 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时,大国经济体

的二三产业(非农产业)比重为 90. 59% ,小国经济体的比重为 89. 3% ,两者差别不大;但大国经济

体的第二产业比重为 41. 97% ,小国经济体为 34. 27% ,前者比后者高了 7. 7 个百分点。 到了进入

高收入阶段时,大国经济体和小国经济体的第二产业比重分别下降为 39. 84% 和 33. 59% ,尽管前

者下降幅度较大,但仍比后者高了 6. 25 个百分点。 相应地,大国经济体的第三产业比重明显低于

小国经济体,前者在上中等收入阶段期初和期末的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为 48. 62% 和 53. 49% ,而后

者分别为 55. 03% 和 58. 93% ,虽然上升幅度相对较小,但仍比前者高出 5. 44 个百分点。 早期进入

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与后期进入的经济体相比,情况也大体如此,前者的第二产业比重明显较高,
而后者则第三产业比重明显较高。 把以上两个方面的对比结合起来看,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
早期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大国经济体,在整个上中等收入阶段期间第二产业的比重都处于比较高的

水平,而后期进入的小国经济体,上中等收入阶段期间经济发展更多地表现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

展上。
从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变动看———这里选取制造业进行重点分析,制造业作为第二产业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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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在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Szirmai 和 Verspagen,2015),在这个阶段的变动趋势

值得深入分析。 表 2 结果显示,大国经济体的制造业比重明显高于小国经济体,早期进入高收入

阶段经济体的制造业比重明显高于后期进入的经济体,这是前一类经济体第二产业比重高于后一

类经济体的主要原因。 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时,大国经济体的制造业比重为 30. 76% ,比小国经

济体的 24. 16% 高了 6. 6 个百分点,到进入高收入阶段时,大国经济体的制造业比重降低为

28. 32% ,仍比小国经济体的 22. 82% 高出 5. 5 个百分点。 早期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与后期进

入的经济体相比,前者的制造业比重比后者高出近 4 个百分点,而且后者在上中等收入阶段期间

制造业比重降幅略大一些。 这表明,一个经济体的规模是影响制造业比重的主要因素,而后发经

济体的制造业比重的下降相对较快。
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变动看———这里选取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作为重点分析的部门,主要考虑

以下方面。 一是现代经济中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具有重要地位。 金融深化理论认为金融业可以降

低市场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促进经济增长(黄宪、黄彤彤,2017)。 房地产业具有产业链长、带动

效应强等特点,对于宏观经济稳定和协调发展影响很大。 二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过度扩张容易

引发经济泡沫和金融危机。 很多经济体在上中等收入阶段期间发生过金融危机,大都与金融业、
房地产业发展过热导致泡沫积累、风险爆发并对宏观经济带来严重冲击有关。 三是最近十多年我

国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快速扩张,在第三产业和 GDP 中的比重大幅上升,这种发展趋势是否合理,也
需要从其他国家在这个阶段的经验数据获得对比和借鉴。 表 2 结果显示,在上中等收入阶段期

间,大国经济体金融业比重的上升幅度略大于小国经济体,前者从 3. 85% 上升为 4. 98% ,后者由

3. 83% 上升为 4. 57% ;而早期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与后期进入的经济体相比,金融业比重的

变动差别很大,前者从 4. 02% 上升为 4. 56% ,只提高了 0. 54 个百分点,后者从 3. 64% 上升到

5. 00% ,提高了 1. 36 个百分点。 这说明现代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对后发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变动带来

了较大影响,而对大国经济体的影响相对大于小国经济体。
房地产业变动与金融业相比有根本性的不同。 在上中等收入阶段期间,大国经济体的房地产

业比重明显低于小国经济体,早期进入高收入阶段经济体的房地产业比重明显低于后期进入的经

济体,而且差距较大、幅度扩大。 在上中等收入阶段期初,大国经济体的房地产业比重为 5. 64% ,
比小国经济体的 6. 74% 低了 1. 1 个百分点;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期末,大国经济体的房地产业比

重上升为 6. 29% ,而小国经济体的比重上升到 8. 42% ,差距扩大到 2. 13 个百分点。 同样,在上中

等收入阶段期间,早期进入高收入阶段经济体的房地产业比重从 5. 55% 上升为 5. 97% ,而后期进

入经济体的比重从 6. 82% 上升到 8. 75% ,两者的差距由 1. 27 个百分点扩大到 2. 78 个百分点。 由

此可以发现,从两类经济体在上中等收入阶段的产业结构变动看,小国经济体的房地产业比重明

显更高、上升更快,后发国家的房地产业扩张更加突出,这是后期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小国经济体的

第三产业快速扩大的主要原因。
中国作为一个体制转轨中的发展中大国,在 2009 年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尚未进入高收入国

家行列,截至 2019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的 10 余年时间里,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动与大国经济

体比较有什么不同特点? 一是中国的第二产业比重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时比大国经济体高了

近 4 个百分点(45. 96% 比 41. 97% ),但到 2019 年下降为 38. 97% ,已低于大国经济体在上中等收

入阶段期末的 39. 84% 。 二是中国的制造业比重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时高于大国经济体

(31. 60% 比 30. 76% ),而到 2019 年下降为 26. 77% ,已低于大国经济体在上中等收入阶段期末的

28. 32% ,这是引起第二产业比重下降较多的主要因素。 三是中国的第三产业比重在进入上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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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阶段时比大国经济体低了 4 个多百分点(44. 41% 比 48. 62% ),但到 2019 年上升为 53. 92% ,
已高于大国经济体在上中等收入阶段期末的 53. 49% 。 四是中国的金融业比重在进入上中等收入

阶段时为 6. 27% ,到 2019 年为 7. 79% ,比大国经济体在上中等收入阶段期末的 4. 98% 高出 2. 81
个百分点,比后期进入高收入阶段经济体的 5. 00% 也高了 2. 79 个百分点;中国的房地产业比重在

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时低于大国经济体(5. 38% 比 5. 64% ),但到 2019 年上升为 7. 03% ,已高于大

国经济体在上中等收入阶段期末的 6. 29% 。 显然,中国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比重的快速上升是推高

第三产业比重的主要因素。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后期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主要是小国经济体,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

大国,虽属于尚未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后发国家,但与这些经济体的情况不完全可比,而与大国经济

体的可比性较强。 这样看来,中国从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以来,制造业比重及第二产业比重的降

幅明显偏大,而金融业比重、房地产业比重及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则明显偏快,特别是金融业的比

重明显过高。

四、 二三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质量关系的国际经验分析

上文基于跨国数据分析了高收入经济体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演进时期二三产业

结构的变动趋势和特点。 那么,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及进入高收入阶段后的一段时期,以上各类经

济体的二三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质量呈现什么关系? 我们拟通过跨国面板数据做进一步的

探析。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为检验二三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质量的关系,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Y it = α0 + α1X it + α2C + γ i + ν t + ε it (1)

其中,i 表示不同的经济体,t 表示年份。 模型的被解释变量 Y it为经济发展质量。 对于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含义和内容,目前理论界的认识和表述并不一致,郭克莎和彭继宗(2021)曾从狭义和

广义两个角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容进行了简要界定。 从狭义内容看,高质量发展主要包括全

要素生产率(TFP)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动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和绿色发展带动的生态环境改

善。 从广义内容看,经济高质量发展还应该包含经济稳定增长和价格总水平相对稳定。 为了简单

明了并突出重点,这里选取绿色 GDP 增长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TFP)增长率表征经济发展质

量。 其中,绿色 GDP 是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核心指标,是表示绿色经济总量变化的综合性指

标,可反映产业结构变动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作用或影响;绿色 TFP 是表示绿色增长效率的综合性指

标,结合了一般 TFP 和绿色发展的优点,能更好反映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质量的作用或影响。
解释变量 X it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的比值(二产 / 三产,以下简称二三

产业比值,instr),与第三部分单独的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比有所不同,我们选取的是二产和三产

的比值变动以反映二三产业的相对变动情况,本质上与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的绝对变动是一

致的。 C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借鉴以往的研究,主要包括人均 GDP( pergdp);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比(agrsh)①;人口规模和就业规模 ( pop、 emp);以进出口总量占 GDP 的比重衡量贸易依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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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政府财政支出占比控制政府规模(gov);资本存量( k)和人力资本水平( hc)。 此外,还控制

了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γ i 和 ν t)。
本文产业结构数据来源于 KLEMS、GGDC、WDI 数据库和 Herrendorf 等(2014),其中绿色 GDP

来源于 Skare 等(2021),Skare 等(2021)提供了 1970—2019 年各国的 GDP 与绿色 GDP 数据,本文

计算历年绿色 GDP 占 GDP 的比值,并以比值为基准测算绿色 TFP 值。① 部分经济体缺少较早年

份的绿色 GDP 和绿色 TFP 值,这里根据比值的变化进行外推。 其他控制变量主要来源于

PWT8. 1,年份跨度主要包括上中等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第一个 15 年,部分经济体数据有所缺

失。 实证涉及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3 所示。

　 　 表 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gdpgr 绿色 GDP 增长率 577 0. 0376 0. 0361 - 0. 1279 0. 1410

gtfpgr 绿色 TFP 增长率 577 0. 0090 0. 0229 - 0. 1097 0. 1025

instr 第二产业 / 第三产业 635 0. 6310 0. 1717 0. 1818 1. 1912

lnpergdp 人均 GDP 对数 691 9. 7787 0. 3283 8. 8528 10. 7198

agrsh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 635 0. 0532 0. 0318 0. 0005 0. 1723

hc 人力资本水平 691 2. 6184 0. 3926 1. 7434 3. 5356

lnk 资产存量对数 691 13. 3685 1. 4109 9. 8181 16. 6793

lnpop 人口规模对数 691 2. 6532 1. 2849 0. 0707 5. 4084

lnemp 就业规模对数 691 1. 8090 1. 2731 - 0. 7949 4. 5603

gov 财政支出占比 691 0. 1696 0. 0512 0. 0473 0. 3994

open 贸易开放度 691 0. 7391 0. 7039 0. 0826 5. 0629

(二)实证结果分析

表 4 反映了二三产业比值变动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其中,第(1) ~ (5)
列是二三产业比值变动对绿色 GDP 增长率的影响,第(6) ~ (10)列是二三产业比值变动对绿色

TFP 增长率的影响。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二三产业比值的上升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即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相对越高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越明显,这也意味着,第二产业

增加值占比的下降较慢有利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的上升过快不利于经济

发展质量的提升,这与表 1 中二三产业结构变动的特点相对应。 首先,就整体样本而言,核心解释

变量 instr 的估计系数在第(1)列和第(6)列中均在 1%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第二产业增加

值占比相对越高越有利于绿色 GDP 增长率和绿色 TFP 增长率的提高。 其次,从表 2 中我们可以发

现,大国和小国、早期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和后期进入的经济体的二三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和

特点存在一定差异,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应该有所区别。 从表 4 第(2) (3)列和第(7) (8)列

的估计结果对比来看,大国经济体与小国经济体有所差异,大国经济体二三产业比值变动对绿色

GDP 增长和整个经济绿色 TFP 增长率的正向效应弱于小国经济体,同时在表 2 我们可以发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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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与一般的绿色 TFP 测算方法有所差异,但可以基于绿色 GDP 核算体系来测算绿色 TFP,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国第二产业占比和制造业占比下降速度慢于大国,而大国第三产业占比上升速度快于小国。 最

后,在第(4)(5)列和第(9)(10)列中,早期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和后期进入的经济体相比同

样表现出差异,早期进入的经济体中二三产业比值变动对绿色 GDP 增长率的推动作用更明显,而
后期进入的经济体则对绿色 TFP 增长率的带动作用更强。

　 　 表 4 二三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质量关系的实证结果

变量

绿色 GDP 增长率 绿色 TFP 增长率

所有

经济体

大国

经济体

小国

经济体
早期 后期

所有

经济体

大国

经济体

小国

经济体
早期 后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instr
0. 1610∗∗∗

(0. 0340)

0. 1131∗∗∗

(0. 0400)

0. 1631∗∗∗

(0. 0352)

0. 2133∗∗∗

(0. 0330)

0. 1877∗∗∗

(0. 0468)

0. 0753∗∗∗

(0. 0138)

0. 0083

(0. 0332)
0. 0945∗∗∗

(0. 0230)

0. 0578∗∗

(0. 0246)

0. 1057∗∗∗

(0. 033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

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

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518 214 299 307 209 518 214 299 307 209

R2 0. 6089 0. 7807 0. 5956 0. 6748 0. 6073 0. 4542 0. 5514 0. 5515 0. 4591 0. 5571

　 　 注:(1)∗∗∗、∗∗和 ∗分别表示 1% 、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数据表示聚类稳健标准误。 (2)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结

果未报告。 下同。 (3)早期和后期表示早期和后期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

本文对以上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获得了与表 4 较为一致的结果(见表 5),证明了结论的稳

健性。 其中,表 5 第(1)(2)列为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采用 GDP 增长率和 TFP 增长率来

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第(3) ~ (6)列为替换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分别考察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

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对绿色 GDP 增长率和绿色 TFP 增长率的影响;第(7) (8)列为仅采用 1970
年开始的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 5 稳健性检验

GDP 增长率 TFP 增长率 第二产业占比 第三产业占比
绿色 GDP

增长率

绿色 TFP

增长率

(1) (2) (3) (4) (5) (6) (7) (8)

instr
0. 0731∗∗∗

(0. 0235)

0. 0662∗∗∗

(0. 0237)

0. 1614∗∗∗

(0. 0360)

0. 0779∗∗∗

(0. 0149)

indsh
0. 2521∗∗∗

(0. 0653)

0. 2006∗∗∗

(0. 0592)

sersh
- 0. 2761∗∗∗

(0. 0677)

- 0. 2242∗∗∗

(0. 064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

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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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GDP 增长率 TFP 增长率 第二产业占比 第三产业占比
绿色 GDP

增长率

绿色 TFP

增长率

(1) (2) (3) (4) (5) (6) (7) (8)

时间固

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625 625 625 625 625 625 478 478

R2 0. 6060 0. 4153 0. 6157 0. 4215 0. 6176 0. 4247 0. 6063 0. 4474

由于本部分实证数据涵盖了高收入经济体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第一个 15 年的历

史数据,同时在两个发展阶段中,二三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存在一定的差异(结合表 2 和表 7)。 基

于二三产业结构变动的典型事实,可以认为二三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在不同的经

济发展阶段应该有所不同。 为此,下面进一步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考察二三产业结构变动对

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 这里将经济体处于高收入阶段时期的赋值为 1,处于上中等收入阶段时期

的赋值为 0。 然后将收入阶段虚拟变量与二三产业比值变动进行交互项(develop_instr)分析。
表 6 反映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结果依然表明二三产业比值变动与经济发

展质量的关系显著为正。 其中,二三产业比值变动与收入阶段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develop_instr)系
数显著为正,说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二三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质量具有不同的影响。
在进入高收入阶段后,二三产业比值变动对绿色 GDP 增长率和绿色 TFP 增长率的带动作用有所提

高。 可能的原因是,在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大多数高收入经济体逐步将资源消耗型、高污染型工业

转移或外包至发展中国家,对本国的环境影响逐渐减小。

　 　 表 6 基于不同收入阶段的回归结果

变量
绿色 GDP 增长率 绿色 TFP 增长率

(1) (2)

develop_instr
0. 0979∗∗∗

(0. 0328)

0. 0257∗∗

(0. 0123)

instr
0. 1673∗∗∗

(0. 0350)

0. 0684∗∗∗

(0. 0153)

develop
0. 0090∗∗

(0. 0043)

- 0. 0137

(0. 0104)
个体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N 518 518
R2 0. 6212 0. 4664

(三)二三产业结构变动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特点和机制

上述实证结果显示,二三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质量有明显的关系,二三产业比值变动对

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都是与发展阶段相联系的。 在进入高收入阶段后,二三产业比值变动对绿色

GDP 增长率和绿色 TFP 增长率的正效应逐渐增强。 一些文献对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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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如史丹等(2020)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产业结构变动对中国高质量

发展的影响,刘志彪和凌永辉(2020)利用全球样本分析了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质量的关系,
他们均验证了产业结构变动有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没有从发展阶段的角度考察二三产业

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质量的关系,未涉及产业结构变动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作用机制。 我们拟对

这些方面做进一步的分析。
在关于作用机制的讨论中,一般做法是基于计量方法来进行统计描述,但受限于历史细分产

业数据缺失所造成的小样本问题,采用计量模型来考察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机制

总体上缺乏可信度。 为此,本文直接采用数据对比方式来分析二三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质量

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表 7 提供了高收入阶段期间按当年价计算的二三产业结构变动情况。 从表 7 和表 2 对比来

看,各类经济体步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都经历了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和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缓慢下

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较快上升的过程。 在进入高收入阶段后的第一个 15 年期间,第二产业增

加值占比尤其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的下降速度加快,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上升幅度加大,同时不

同类型国家产业结构变动的差别减小,趋同性增强。

　 　 表 7 各种类型经济体在高收入阶段第一个 15 年的二三产业结构变化 单位:%

所有经济体
大国

经济体

小国

经济体

早期进入高收

入阶段经济体

后期进入高收

入阶段经济体

第二产业

增加值占比

期初 35. 94 39. 84 33. 59 38. 19 34. 03
期末 32. 50 36. 57 30. 47 34. 30 30. 57
变化 - 3. 44 - 3. 27 - 3. 12 - 3. 89 - 3. 46

制造业

增加值占比

期初 24. 97 28. 32 22. 82 27. 01 23. 09
期末 20. 84 24. 58 18. 87 22. 73 18. 96
变化 - 4. 13 - 3. 74 - 3. 95 - 4. 28 - 4. 13

第三产业

增加值占比

期初 56. 89 53. 49 58. 93 54. 51 58. 91
期末 62. 44 59. 37 63. 98 60. 64 64. 38
变化 5. 55 5. 88 5. 05 6. 13 5. 47

金融业

增加值占比

期初 4. 76 4. 98 4. 57 4. 56 5. 00
期末 5. 50 5. 49 5. 51 5. 11 6. 14
变化 0. 74 0. 51 0. 94 0. 55 1. 14

房地产业

增加值占比

期初 7. 36 6. 29 8. 42 5. 97 8. 75
期末 8. 11 7. 28 8. 73 7. 63 8. 88
变化 0. 75 0. 99 0. 31 1. 66 0. 13

　 　 注:高收入阶段为进入高收入阶段后的第一个 15 年,少数经济体不足 15 年。 下同。

资料来源:根据 KLEMS、GGDC、WDI 数据库和 Herrendorf 等(2014)相关数据整理。

根据国际能源署( IEA)计算,1990 年以来,全球的碳排放部门中第二产业碳排放约占 70% ,第
三产业(主要为运输部门)约占 20% ,其他约占 10% 。 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及高收入阶段第一个 15
年间,各经济体处于中高速增长时期,Our World in Data 数据库中各经济体的历年总碳排放数据①

显示,这段时期的碳排放强度高于 1990 年以后的数据(郭克莎、彭继宗,2021)。 同时,这个阶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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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对资源的消耗程度较高,而第三产业对资源的消耗相对较少。 为方便计算二三产业绿色增

加值和绿色 TFP,本文假定在样本经济体的上中等收入阶段及高收入阶段第一个 15 年间,所有的

非绿色 GDP 均由第二产业承担。 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第二产业的非绿色增加值而忽略了

第三产业的非绿色增加值,但基本符合这个阶段二三产业资源消耗和碳排放的差别,而且对于计

算增长率来说影响相对较小。
因此,对二三产业绿色增加值和绿色 TFP 年均增长率的计算如下:(1) 计算出非绿色 GDP

(GDP 减去绿色 GDP) ;(2)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减去非绿色 GDP 得到第二产业绿色增加值,并计

算第二产业绿色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3)用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和 TFP 年均增长率

乘以(2)中的比值,得到第二产业绿色增加值和绿色 TFP 的年均增长率。 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

和 TFP 年均增长率直接乘以(2)中的比值,主要是考虑了以下关系:一是避免期初扣除非绿色增

加值相对较多而期末扣除非绿色增加值相对较少,导致年均增长率过高的问题;二是避免了期初

是否需要扣除非绿色增加值的不确定问题。 其中,制造业绿色增加值和绿色 TFP 增长率的计算

方式等同于第二产业,而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计算方式等同于第三产业,即没有扣除非绿色的增

加值。
表 8 提供了各种类型经济体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第一个 15 年中绿色 GDP、绿色

TFP 和各产业绿色增加值、绿色 TFP 的年均增长率变化情况。 把表 8 与表 2、表 7 的数据联系起来

分析,可以发现二三产业结构变动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主要特点和机制。
首先,第二产业及制造业在比重略有下降时,仍然是带动绿色 GDP 较快增长的主要力量,也是

推动整个经济绿色 TFP 增长的最大动力。 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大多数经济体的第二产业增加值比

重相对稳定,表现为当年价比重略有下降(总体下降 1. 22 个百分点),而不变价比重略有上升(总

体上升 0. 41 个百分点)。 在这个阶段,所有经济体的第二产业绿色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仍达到

4. 77% ,其中制造业达到 5. 14% ,依然是带动绿色 GDP 中高速增长(年均增长 4. 83% )的主要力

量,各种类型经济体的增长趋势也大体相同。 这个阶段第二产业的绿色 TFP 年均增长率为

1. 31% ,其中制造业为 1. 86% ,明显高于其他大多数产业部门,是推动整个经济绿色 TFP 增长(年
均增长 0. 72% )的最大动力。 其中,各种类型经济体的第二产业、制造业绿色 TFP 增长率都明显高

于整个经济绿色 TFP 年均增长率,大国经济体与小国经济体相比、早期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

与后期进入的经济体相比,后者的制造业绿色 TFP 年均增长率相对较高。
其次,第二产业及制造业在比重较快下降时,对绿色 GDP 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但依然是

推动整个经济绿色 TFP 增长的主要动力。 在高收入阶段的第一个 15 年,所有经济体的第二产业

比重由 35. 94% 下降为 32. 50% ,降低 3. 44 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比重由 24. 97% 下降为 20. 84% ,
降低 4. 13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绿色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下降为 2. 86% ,其中制造业为 2. 96% ,已
低于绿色 GDP 的年均增长率(3. 50% )。 但是,第二产业的绿色 TFP 年均增长率为 0. 84% ,其中制

造业的绿色 TFP 年均增长率仍有 2. 01% ,依然是推动整个经济绿色 TFP 增长(年均增长 0. 25% )
的主要动力。 从不同类型经济体的数据看,小国经济体第二产业和制造业的绿色增加值、绿色 TFP
年均增长率都高于大国经济体,后期进入高收入阶段经济体的多数增长指标高于早期进入的经

济体。
最后,第三产业在比重上升的过程中对绿色 GDP 增长的作用不断增强,但对整个经济绿色

TFP 增长的贡献始终较低。 根据上文的计算方式,第三产业的增加值等同于绿色增加值(没有做

非绿色扣除)。 从上中等收入阶段开始,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比重持续上升。 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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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保持较高增速,第一个 15 年的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仍达到 3. 70% ,超过第二产业绿色增加

值增长率,也超过绿色 GDP 年均增长率,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但是,第三产业的 TFP 年

均增长率一直较低,在上中等收入阶段为 0. 24% ,在高收入阶段第一个 15 年为 - 0. 29% ,对整个

经济绿色 TFP 增长起了拖累作用。 其中,金融业 TFP 年均增长率相对较高,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和

高收入阶段第一个 15 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0. 83% 和 0. 72% ,但房地产业的 TFP 年均增长率分

别为 - 1. 11% 和 - 1. 03% ,这两个阶段房地产业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 6. 19% 和 8. 11% ,对第三产

业 TFP 增长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在高收入阶段的第一个 15 年,不同类型经济体的第三产业

TFP 增长情况差别很大,大国经济体几乎没有 TFP 增长,而小国经济体的 TFP 年均增长率为

- 1. 29% ;早期进入高收入阶段经济体的 TFP 年均增长率为 0. 21% ,而后期进入经济体的 TFP 年

均增长率为 - 1. 31% ;其中,小国经济体和后期进入高收入阶段经济体的房地产业 TFP 年均增长率分

别为 - 2. 38%和 - 1. 77% ,而房地产业占 GDP 的比重分别达到 8. 73%和 8. 88% 。 这个因素可能是影

响第三产业 TFP 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表 8 各种类型经济体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及高收入阶段期间主要指标年均增长率 单位:%

发展阶段 所有经济体 大国经济体 小国经济体
早期进入高收入

阶段经济体

后期进入高收入

阶段经济体

绿色 GDP

年均增长率

上中等收入阶段 4. 83(5. 06) 5. 54(5. 05) 4. 38(5. 07) 5. 19(4. 77) 4. 27(5. 38)

高收入阶段 15 年 3. 50(3. 39) 3. 45(3. 14) 3. 54(3. 52) 2. 76(2. 69) 3. 58(4. 15)

第二产业绿色增

加值年均增长率

上中等收入阶段 4. 77(5. 44) 4. 71(5. 44) 4. 79(5. 44) 4. 41(5. 33) 5. 15(5. 55)

高收入阶段 15 年 2. 86(3. 05) 2. 48(2. 64) 3. 04(3. 25) 2. 05(2. 22) 3. 74(3. 94)

制造业绿色增

加值年均增长率

上中等收入阶段 5. 14(5. 87) 5. 00(5. 77) 5. 21(5. 92) 4. 79(5. 79) 5. 52(5. 95)

高收入阶段 15 年 2. 96(3. 16) 2. 69(2. 86) 3. 11(3. 32) 2. 31(2. 50) 3. 62(3. 81)

第三产业绿色增

加值年均增长率

上中等收入阶段 5. 01 4. 93 5. 03 4. 55 5. 51

高收入阶段 15 年 3. 70 3. 50 3. 81 3. 00 4. 47

金融业绿色增

加值年均增长率

上中等收入阶段 6. 05 5. 79 6. 97 4. 33 8. 21

高收入阶段 15 年 4. 74 4. 26 6. 43 4. 55 4. 98

房地产业绿色增

加值年均增长率

上中等收入阶段 4. 13 4. 30 3. 51 4. 24 3. 98

高收入阶段 15 年 2. 96 3. 20 2. 11 3. 44 2. 36

整个经济绿色

TFP 年均增长率

上中等收入阶段 0. 72(0. 76) 0. 69(0. 73) 0. 82(0. 86) 0. 98(1. 04) 0. 20(0. 21)

高收入阶段 15 年 0. 25(0. 26) 0. 46(0. 47) -0. 44( -0. 45) 0. 79(0. 81) - 0. 80( - 0. 82)

第二产业绿色

TFP 年均增长率

上中等收入阶段 1. 31(1. 49) 1. 24(1. 43) 1. 50(1. 71) 1. 21(1. 46) 1. 44(1. 55)

高收入阶段 15 年 0. 84(0. 90) 0. 73(0. 78) 1. 21(1. 29) 0. 88(0. 95) 0. 74(0. 78)

制造业绿色

TFP 年均增长率

上中等收入阶段 1. 86(2. 12) 1. 63(1. 88) 2. 61(2. 97) 1. 37(1. 66) 2. 84(3. 06)

高收入阶段 15 年 2. 01(2. 15) 1. 67(1. 78) 2. 35(2. 51) 1. 80(1. 95) 2. 54(2. 67)

第三产业绿色

TFP 年均增长率

上中等收入阶段 0. 24 0. 31 0. 01 0. 51 - 0. 30

高收入阶段 15 年 - 0. 29 - 0. 01 - 1. 29 0. 21 - 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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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

发展阶段 所有经济体 大国经济体 小国经济体
早期进入高收入

阶段经济体

后期进入高收入

阶段经济体

金融业绿色

TFP 年均增长率

上中等收入阶段 0. 83 0. 03 3. 65 0. 26 1. 98

高收入阶段 15 年 0. 72 0. 54 0. 91 0. 54 1. 20

房地产业绿色

TFP 年均增长率

上中等收入阶段 - 1. 11 - 0. 93 - 1. 64 - 1. 40 - 0. 22

高收入阶段 15 年 - 1. 03 - 0. 64 - 2. 38 - 0. 82 - 1. 77

　 　 注:(1)绿色 GDP 年均增长率是根据 Skare 等(2021)计算;绿色 TFP 年均增长率是 TFP 乘以绿色 GDP 与 GDP 的比值,然后计

算年均增长率;二三产业绿色增加值和绿色 TFP 年均增长率按照上文阐述的方法计算。 括号中为 GDP、TFP 年均增长率和各产业

增加值、TFP 年均增长率。 其中,制造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绿色 TFP 数据部分国家缺失。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TFP 年均增长率

是细分行业 TFP 增长率加权计算得到,权重为细分行业增加值占比,再计算其绿色 TFP 年均增长率。 由于高收入经济体中挪威、

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毛里求斯数据缺失,导致大国、小国和早期、晚期等经济体的数据计算结果存在一定偏差。 (2)表中

的数据均以 2005 年不变价计算增长率。

资料来源:根据 Skare 等(2021) 、KLEMS、PWT 8. 1 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五、 国际经验对我国新发展阶段推动二三产业统筹协调发展的启示

上面通过对高收入经济体的历史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阐述了这些经济体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及

高收入阶段第一个 15 年期间二三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与特点,分析了二三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

发展质量的影响特点和机制,力求发现和概括出一些共性的规律。 这对我国新发展阶段推动二三

产业统筹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主要经验启示

二三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是与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的,这个发展阶段主要是

上中等收入阶段和进入高收入阶段后的一段时期。 结合我国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以来产业结构

变动和经济增速下行的实际过程,以上实证分析结果使我们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这些结论如果作

为一般性的观点提出来可能并没有太多的新意,但作为目前高收入经济体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及之

后一段时期的经验事实概括则具有一定的特色和可靠性,对于我国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及有关争

论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第一,国际比较分析的结果显示,大多数高收入经济体在上中等收入阶段期间保持了第二产

业尤其是制造业的稳定发展。 第二产业保持稳定发展的主要表现是,以当年价计算的增加值比重

略有下降,以不变价计算的增加值比重略有上升。 从绿色发展的角度看,第二产业绿色增加值的

年均增长率仍高于第三产业。 在上中等收入阶段,所有经济体的第二产业绿色增加值年均增长率

为 4. 77% ,仅比第三产业年均增长率(5. 01% )低了 0. 24 个百分点,这主要得益于制造业较高增长

率(年均 5. 87% )的带动(其中,表 8 括号中数据显示,第二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为 5. 44% ,比第三

产业年均增长率高了 0. 43 个百分点);同时,第二产业绿色增加值保持稳定增长也使绿色 GDP 获得

了中高速增长(年均增长 4. 83% )。 而我国的情况是,2009—2019 年,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比重下降了

6. 99 个百分点,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的 2019 年,我国第二产业、制造业的比重都已低于大国经济体

在进入高收入阶段时的平均水平;我国第二产业的增速从 2010 年之后持续下行,2013 年以来一直低

22

　 Finance & Trade Economics,Vol. 43, No. 8,2022



于第三产业增速并逐步拉大差距,到 2019 年第二产业增长率已下降为 5. 7% ,对 GDP 增速下行产生

了主要影响。 以上对比促使我们对二三产业结构变动进行反思,促进我们更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第二,从高收入经济体的经验数据分析看,上中等收入阶段期间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稳定

发展对整个经济绿色 TFP 增长具有积极作用。 高收入经济体在上中等收入阶段期间,第二产业绿

色 TFP 年均增长率为 1. 31% ,其中制造业绿色 TFP 年均增长 1. 86% ,明显高于整个经济的绿色

TFP 增长率(年均 0. 72% ),更高于第三产业的 TFP 增长率(年均增长 0. 24% ),成为推动整个经济

绿色 TFP 增长的最大动力。 这是这个阶段保持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稳定发展的主要结果。 而

我国从 2010 年以来经济增长中 TFP 增长率波动及其贡献率下降,也与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

比重、增速过快下降有关,并成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这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同时还要指出,所有经济体在进入高收入阶段后的前 15 年,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绿色 TFP 仍

保持稳定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 1. 86% 和 2. 01% ),抵消了第三产业 TFP 负增长的影响,对整个经

济绿色 TFP 增长起了主要作用。 因此,我国在未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后,依然要注重发挥第

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
第三,高收入经济体的历史经验表明,上中等收入阶段期间房地产业过度扩张会持续影响第

三产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质量。 高收入经济体在上中等收入阶段期间,房地产业占 GDP 比重由

6. 19% 上升到 7. 36% ,其中小国经济体由 6. 74% 上升到 8. 42% ,后期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由

6. 82% 上升到 8. 75% ,上升幅度更大。 同时,在上中等收入阶段期间,所有经济体的房地产业增加

值年均增长率为 4. 13% ,小国和后进入经济体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3. 51% 和 3. 98% ,都明显低于

这些经济体的绿色 GDP 年均增长率(见表 8)。 这说明房地产业的比重上升完全是价格上涨的结

果,也是过度扩张的表现。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经济体房地产业在上中等收入阶段的 TFP 年均下

降 1. 11% ,进入高收入阶段后的 15 年又年均下降 1. 03% ,其中小国经济体的 TFP 年均下降

1. 64% 和 2. 38% ,后进入经济体的 TFP 年均下降 0. 22% 和 1. 77% ,都对相应的第三产业和整个经

济绿色 TFP 增长带来了较大负面影响。 我国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以来,房地产业占 GDP 的比重从

5. 38% 上升到 7. 03% ,提高了 1. 65 个百分点,上升幅度超过所有高收入经济体在上中等收入阶段

期间的平均升幅,绝对比重已高于大国经济体在进入高收入阶段时点的平均比重(6. 29% ),因此,
我国需要努力避免房地产业过度扩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性不利影响。

(二)若干政策思路

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由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关键时期,二三产业结构变动可

能对经济发展格局产生较大的影响。 根据以上对国际经验比较分析得到的启示,联系我国新发展

阶段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以及面临的形势和问题,必须重视推动二三产业统筹

协调发展,以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特别是高质量发展。
第一,在二三产业结构变动中要更注重发挥高质量发展的带动作用。 在我国新发展阶段,如

何衡量二三产业结构变动的合理性? 统筹协调二三产业发展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从根本上说,就
是要有利于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这是我国向高收入阶段迈进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主要任务所决定的。 这两个方面的目标都很重要,从短期看,稳增长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而从

中长期看,只有推动高质量发展才能真正稳增长。 中国从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以来,第二产业比

重下降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幅度大大超过高收入经济体的历史数据,这虽与我国原来第二产业

比重偏高和第三产业比重偏低有关,但现在第二产业比重尤其是制造业比重已下降到低于高收入

大国在中等收入阶段结束时的水平,显然会对经济发展进程带来不利影响。 近几年的表面影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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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经济结构性减速,而长期性的深层影响将是对高质量发展形成制约,因为制造业对国民经济

技术进步和 TFP 增长的作用减弱,而服务业发展并不能替代这种作用。 因此,统筹协调二三产业

发展不能只看到第三产业增速超过第二产业而成为经济增长主力的一般趋势,更要看到制造业增

速和比重过快下降对经济发展质量的不利影响。 从其他大国经济体的历史经验看,在上中等收入

阶段以及进入高收入阶段后的一段时期,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仍有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潜力,并
且绿色增加值和绿色 TFP 的增速仍明显高于其他产业。 在这个发展阶段,稳定制造业增速的根本

途径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通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制造业中高速增长,为经济稳定增长

特别是高质量发展做出较大贡献。
第二,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中要把优化结构问题提到更重要的位置。 第三产业的构成比较复

杂,各个产业的生产发展特点、运用新技术潜力、生产率增长趋势差别很大,需要区别对待、深入分

析。 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服务业部门看,主要包括几类产业:一是传统生活服务业,二是现代生活

服务业, 三是一般性生产服务业,四是高技术生产服务业。 从高收入经济体在上中等收入阶段的

历史经验和教训看,随着第三产业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促进服务业结构优化对于提高发展质量、
防范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与高收入经济体的历史阶段相比,已出现了金融业和房地产

业过度扩张的问题,需要努力避免这两个行业过度扩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利影响。 优化服务

业结构的主要取向,一是通过市场开放和竞争促进生活服务业和生产服务业结构升级,二是严格

调控已经被多种原因推向过度膨胀的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三是依靠深化改革开放和扶持政策推动

高技术服务业发展。
第三,统筹协调二三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是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 新技术革命和产

业变革促进了不同产业的融合发展,为产业结构升级创造了新的条件,为二三产业协调发展提供

了新空间。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和应用拓展了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领域,为制造业与服

务业融合发展提供了技术基础。 这种融合发展包括制造业的服务化和服务业的制造化,可以弥补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不同短板,发挥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不同优势,比如,可以促进制造业发展向微笑

曲线的两端延伸,促进服务业提升技术水平和生产率,从而使二三产业的结构变动更能反映技术

进步趋势,更能适应市场需求变化。 这有利于实现产业结构协调化与高度化的统一,增强产业结

构升级的可持续性,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应当加强对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

的理论和政策研究,不仅要研究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问题,而且要研究高技术制

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的融合发展问题,研究传统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以及高技术服务

业对传统制造业的融入和改造问题。 应通过比较深入的实践调研和政策研究,提出有前瞻性的发展

战略思路和有针对性的促进政策框架,加强对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战略导向和政策支持。
第四,加快解决制约二三产业统筹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二三产业的不同政策待遇问题。 工业企业与服务业企业在用地、用电、用水等方面有不同的

价格和供应政策,这是工业化初期阶段为了优先发展工业而制定的政策,当时就割裂了二三产业

之间的关联关系,并引发了造假、寻租等现象,现在仍是影响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一个体制问题。
二是二三产业的开放度差异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部门的开放度一直高于服务业部门,工业

领域涌现了大批民营企业,发展活力较强,而服务业则很多领域都缺乏民营企业和发展活力。 必

须加快扩大服务业开放尤其是对内开放,为二三产业协调发展提供体制环境。 三是金融为实体经

济服务问题。 二三产业在贷款融资的抵押、利率等方面存在差别,金融脱离实体经济也表现在对

待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上。 只有依靠深化金融改革打通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的梗阻,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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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金融部门真正为二三产业的协调运行和发展服务。 四是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管理体制

问题。 这涉及两个不同产业部门的跨行业投资、并购等管理问题,畅通行业之间要素流动问题,打
破区域市场分割问题,推进基础设施共享和互联互通问题,解决地方财税归属和行业税率差别问

题,等等。
总的来看,要统筹协调二三产业发展,需要依靠深化改革开放特别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排除体制机制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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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uctural Changes in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and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ternational

Empirical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volution from the
Upper-Middle Income Stage to the High-Income Stage

GUO Kesha, PENG Jizong (Huaqiao University, 362021)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end of structural changes in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n high-
income economies at the upper-middle income stage and the beginning of high-income stage and then its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aim of gaining empirical insights into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and the promo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is new
development stage of China.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growth rate of secondary industries,
especially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most high-income economies at the upper-middle income stage did not
drop as sharply as that of China. ( 2 )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industries, especially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is stage is underpinning “green GDP” growth and “green TFP” growth. (3) There
is an over-expansion of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in this stage, which will affect the development quality of tertiary
industries and the whole economy continuously.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paper provides the following
policy implications. First and foremost,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structural change in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should be measured based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econ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rtiary industries, the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needs to be put in a more important position. Third,
the key to coordin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Finally, the institutional problems that restric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need to be solved quickly.
Keywords: Structural Changes in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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